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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发展的研究近 20 年来一直是儿童认知发展研究的热点。Carey 等主张学

前儿童的生物概念系统是从心理概念系统中分离出来的由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根本性概念转变，儿童

还没有一个包含动植物的整合的生物系统。但另一些研究主张学前儿童能够对生物现象进行本体区分并形

成内在一致的生物学因果解释，拥有朴素生物学理论，该理论是在一个概念系统（生物学概念系统）中逐

渐的连续性变化过程。目前整合的观点认为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在童年早期就独立于心理学理论，但在分

离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还要受心理学的影响。 

关键词 朴素生物学理论，朴素理论，本体区分，生物学的因果机制。 

分类号 B844 

    自皮亚杰以来，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研究取向经历了从普遍发展、阶段发展到“理论

的发展”的转变。“理论的发展”观[1~4]主张儿童的认知发展遵循依赖内容（content-dependent）

的领域特殊性发展，儿童早期就对某一领域内的理解发生一致的变化，并对不同领域有着不

同的理解和解释机制。这些早期获得的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非正式的、非科学的“朴素理论”

（naive theory）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环境的知识框架和基础结构。儿童有 3 个可称为“核心

的”知识领域：朴素物理学、朴素心理学和朴素生物学[4]，这是他们认知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能够帮助儿童生存和适应环境。 

目前，对学前儿童的朴素物理学[5,6]和朴素心理学[3,7]的研究十分丰富且已得到了比较一

致的结论——学前儿童已有朴素物理学和朴素心理学理论，但对是否有独立的朴素生物学理

论，目前尚有争议。根据 Wellman 和 Gelman[4]界定“理论”的标准——能在该领域作本体

区分、对该领域的现象能以特殊领域原则进行因果推理、形成前后一致的解释框架，若要探

明学前儿童是否有独立的朴素生物学理论，就要考查他们能否依据生物特性进行生物本体区

分，能用领域性知识进行因果推理，并形成前后一致的非意图的解释框架。 

1 对儿童生物非生物本体区分的有关研究 

1.1 学前儿童对生物生命特性认知的研究 

儿童关于生物非生物区分（animacy-inanimacy distinction）的发展是制约其概念系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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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儿童期生物学学习的核心组织原则之一[8]。对这一区分的探查是通过儿童对各种生物特

性的认知和理解进行的。生物最根本的特性是有生命，是“活的”，非生物则不然。Piaget[9]

最早以生物的生命特征——“活的”概念为指标探查儿童对生物概念的理解，认为由于儿童

以“运动”（motion）或“有用”（function）为标准做生物判断，故直到 11、12 岁才能将生

物和非生物区分开来，在这之前他们仍不适当地把生物特性归之于非生物，表现出“泛灵论

主义者”（animists）、“现实主义者”（realists）和“人为主义者”（artificialists）。但后来的研

究对这一观点却提出了质疑——儿童将非生物说成是“活的”（alive）也许只是一种比喻说

法而并非字面含义[10]； 尽管 4、5 岁儿童在解释原因时倾向于归结为“运动”属性，但比这

稍大的儿童并非如此。儿童并不是以单一属性，如“活的”或“能动”进行生物判别的[11]。 

通过“生命判断（life judgments）任务”（“××是活的吗？”）考查儿童对生物非生物

的区分，是 Piaget 和后来的“理论观”的倡导者乐于采用的典型的实验范式，但结论不一。

Carey[1]主张儿童在 10 岁以前对生命、死亡等基本生物学概念没有一个像成人那样的认识和

理解，表现出在概念理解水平上不能区分生物和非生物，没有独立的朴素生物学理论。而

Gelman 等人[12]则认为这样笼统的生命判断任务容易诱导儿童作出泛灵论的回答，他们简化

反应任务，只要求儿童对“活动”、“部分”、“状态”作“是/否”回答，如“人/石头/玩具娃

娃会伤心吗？”，结果发现，3 岁儿童就能将生物和非生物区分开来。方富熹等人[13]的研究

结果与此相似：3 岁儿童就能将人与石头和洋娃娃分开。Richards 和 Siegler[11]从“列举活的

物体”和“指出某物的生命状态”两个相对的方向探查学前儿童的生物区分，发现 4~5 岁儿

童都知道人和其他动物是活的，而许多非生物不是活的。 

生物有别于非生物的基本属性有很多，凡生物皆有生死、遗传、新陈代谢，皆能生长、

繁衍和自修复，“有生命”并非生物区分的唯一特性，儿童也并非只依靠“有生命”或“能

运动”作生物判断和区分。当面对一个不熟悉的物体或新情境对其认知分类时，通常是哪个

特性提供可辨别的信息最多、最易提取，就倾向于采用哪个特性。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大

量的研究从那些基本的生物属性（如生长、再生、自发运动、遗传等）上探查学前儿童的生

物本体区分。

1.2 学前儿童对基本生物属性认知的研究 

尽管 Carey[1]认为年幼儿童不具有包含动物和植物在内的整体的生物概念，把生物特性

归之于植物较晚，但有关“生长”的研究大多主张学前儿童能够在此维度将生物非生物区分

开来[14,15]，能以不同领域的知识解释生物的生长和非生物的生长[16]。Backscheider[17]等人报

告，尽管还不很清楚学前儿童能否明显意识到生物作为一种类别能生长和治愈，但从他们对

“再生”问题的反映和解释上可以看到这种区别，甚至 3、4 岁儿童都知道植物和动物可以

通过再生而治愈，人造物则不能，并籍此将人造物与动植物区分开来。对疾病认知的研究，

有人[18,19]主张年幼儿童通常把疾病看作是对犯过的惩罚，是上苍公正（immanent justice）的

结果；但最近的研究[20,21]发现，学前儿童也能认识到细菌在传染和感染中的作用，对疾病能

够作传染的解释而拒绝上苍公正的解释。对遗传认知研究，有人[22]发现学前儿童已有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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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潜能特性可预见性的朴素认识，能认识到人和其他动物在出生时就预置了这些生物潜能

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们发现甚至 4 岁儿童就能认识到当一种动物

或植物一出生就与他种动物或植物生活在一起时，依然会表现出自己的生物属性。有关亲子

关系生物特性传递的研究[23,24]发现，4、5 岁儿童知道某些功能特征仅为生物性的而非社会

或心理性特征时，该特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被下一代继承；决定亲属关系的因素中生物学关

系比非生物学关系（如友谊）更重要。这些研究主张年幼儿童能认识到亲属关系中生物特性

的传递属性，对生物遗传特性有了朴素生物学理解。但另有研究[25]考查 4~7 岁儿童对成幼

生物相似性的认知却发现：7 岁儿童还不能完全在生理特性上将男孩与生父联系起来，在信

念上与养父联系起来。只有 56%的 7 岁儿童、25%的 6 岁儿童和 6%的 4、5 岁儿童能区分生

理特征和信念的来源。Solomon 通过“出生交换任务”（Switched-at-birth task）（国王和牧羊

人的子女一出生就被领养到对方的家庭）的研究[26]也发现，学前儿童甚至判断领养女儿衬

衣的颜色（像种族一样）会与其生身父母相像。这些研究不主张学前儿童能理解遗传的生物

机制。 

尽管迄今对该命题的认识仍存有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学前儿童在一些明显的生

物特性上能进行生物区分，目前争论的焦点只是具体到哪个年龄儿童对生物现象才有生物学

意义上的理解。 

2 儿童的朴素生物学理论的获得过程和机制 

探查儿童对生物现象的前后一致的因果解释机制是判断其朴素生物学理论发展的重要

标准[4,27]。一方面，因果解释机制可以考查儿童生物概念获得的问题——是从其他领域，如

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来的？还是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特的领域？另一方面，只有儿童对生物现

象也有了前后一致的跨情境的特殊领域（生物学领域）的解释，才可以说儿童获得了生物概

念，拥有朴素生物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同样持有不同见解。 

2.1 儿童的朴素生物学是从朴素心理学中分离而来的根本性的概念转变 

Carey[1]在其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先驱性研究——《儿童的概念发展》(Conceptual 

Change in Children) 中阐述了儿童生物概念获得的基本观点：由于生物学知识对生物概念和

基本生物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意义，学前儿童因缺乏生物学的具体知识，对生物现象的概念理

解通常受制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心理的或社会的理论，他们的理解通常建立在与人的相似性，

而非动物分类的基础之上。她以动植物图片为材料考查 4、5、7 岁儿童和成人对诸如“吃”、

“呼吸”、“受伤”、“睡觉”、“有心脏”、“有骨头”、“有孩子”等生物特征和对“思考”的心

理特征的认知，结果发现，4、5 岁儿童在这些特征的判断上倾向于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7

岁儿童在人和高等动物之间没有明确区分，直到 10 岁，儿童考虑上述生物特性时仍是以人

作类比，将人的特性推及其他动物，而类比的程度取决于该动物与人的相似程度。 

尽管许多研究证实，学前儿童在生长、再生、遗传、疾病等维度上能够进行生物非生物

本体区分，但 Carey[28]认为学前儿童的这些生物学知识只是他们观察自己和他人身体特征的

结果，仅仅是“输入-输出”关系（input-output relations）的体现（如吃多了要发胖，粘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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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要生病等），并非生物学因果解释。这个阶段还是“前理论的”（pre-theoretical），在一定

意义上也是“前生物学的理论”（pre-biological theory），该阶段的儿童因此也是“前生物学

儿童”。她认为该阶段儿童尚未形成生物学概念是因为：（1）他们对生物概念的理解是建立

在心理性的和以行为为基础之上的，生物即意味着有行为的生命，而植物没有行为活动；（2）

他们还没有建立表征生物现象和心理现象的不同解释系统，不能把对生命实体的生物学解释

从心理学解释中分离出来；（3）他们还未建立一个自主领域的通俗生物学理论，无法求助于

特殊的生物因果机制解释生物现象。 

总之，Carey[1,28]主张，年幼儿童与年长儿童和成人对动植物生物特性的理解和认知很不

相同：年长儿童和成人是按照动植物分类的解释模式形成生物概念；而年幼儿童则是按照动

植物与人的相似性的解释模式解释生物现象，所以他们的生物学解释要受心理学解释的制

约。到了 10 岁左右，学校教育提供的丰富的生物功能的知识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所有生物的

共性，这时思维发生了根本性的概念转变（radical conceptual change）——以一个系统（或

机制）代替另一个系统（或机制）的非连续性的概念转变。这种直觉生物学（intuitive biology），

或者说是通俗生物学（folk biology）或朴素生物学的概念系统来自于儿童已形成的直觉的心

理学系统。至此独立的生物学最终从心理学中分离出来，导致两个独立概念领域的产生。 

Carey 继承了 Piaget 阶段论的观点，单方面强调了儿童对生物概念认知发展的质的改变

而忽略了量的积累和潜在变化。但是，儿童生物概念的形成并非“全或无”的发展模式，现

有阶段能力的获得是前期阶段的积累和孕育，这些潜在的能力经常是不稳定和脆弱的，需要

更敏感、更简化的方法来探查。 

2.2 朴素生物学理论的发展是在同一领域内概念逐步变化的连续性过程 

Carey 的研究引起了发展心理学对儿童生物学概念获得的广泛研究，但许多研究主张学

前儿童对心理和生物现象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机制。Inagaki 和 Hatano[29]发现，甚至 4、5

岁儿童都能区分心理因果和生物因果，知道心理努力只能影响心理结果（如记忆的改善），

而与消化等生物现象无关，能认识到器官活动不受人的意图的控制。Coley[30,31]发现，6 岁

儿童都能将生物特征（如有血液）和心理特征（如能思考、感到幸福或愤怒）区分开来，表

现出生物学解释和心理学解释的分离。因此，这些研究者[8,31]不同意概念的根本性重组的观

点，主张儿童生物学概念的发展是依照概念逐渐变化（gradual conceptual change）的模式进

行的，儿童的概念系统与成人的概念系统之间是连续性的，是单一系统（即生物学系统）的

逐渐变化过程。但有可能，该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要晚于其他两个核心系统。目前，这一观点

被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 

首先，如前所述，儿童在学前期就有了将人造物与动植物区分开来的认识，尽管还不

很清楚他们是否能明显地意识到生物作为一种类别有人造物所不具有的生物属性，但如果

问题适合的话，如探查那些明显的生物特性而非作笼统的“生命判断”，植物和动物可以被

儿童认知为相似的一类。其次，学前儿童对生物特性和心理特性采用各自的因果解释亦表

现出他们生物学解释与心理学解释的分离。学前儿童在熟悉、不熟悉项目生物特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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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表现出差异，揭示儿童的判断是根据原则和基于分类的[32]，说明他们已有对一类事

物共有的变化特性的一般性认识。最后，对生长、遗传、自主运动、疾病等现象的生物特

性归因的大量研究一方面证实学前儿童能够在这些基本生物特性上进行本体区分，同时也

提出学前儿童已有了对生物特性的一致的因果解释机制。 

连续性观点的支持者通过扩大动植物研究材料的范围，降低任务难度揭示了学前儿童对

两个领域的区分。但对儿童生物概念的转变是在学龄前发生的还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还在探

究之中。儿童认知发展既是阶段性的也是连续性的[33]，在质疑绝对的根本性发展观的同时，

一味地、单方面地强调发展连续性，亦是不适当的。 

2.3 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几种因果解释模式的发展与整合 

继 Carey 根本性概念转变模式以来，就儿童朴素生物学理论的解释机制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公认的解释[27,34]。Carey 认为，年幼儿童使用的是心理学的标

准（如“愿望”、“目的”）而不是生物学标准，依据人的意图的因果推理（person-intentional 

causality）来预测和解释生物现象，不具有包含动物和植物在内的整体的生物概念，没有形

成独立的朴素生物学理论。但相对的支持概念逐渐变化观点的解释[27]却认为学前儿童已经

建构出不同于心理学理论的生物学理论，拥有独特的生物学领域。只是这个领域还在发展

之中，暂不包括植物在内，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有相当的准备将植物归入生物范畴。Keil[2,35] 

则更强烈地主张核心领域的朴素理解与一般分析水平相似，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理论结构或

建构模式，表征某一领域而非其他领域的日常通俗理论，并引发相应的因果解释机制。儿

童一开始就有一个独立结构模式的生物理论，可以把生物学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而不受

目的原理控制。 

Hatano 和 Inagaki[36]总结自己和前人的研究将上述对立的观点加以整合，提出一种整合

的折衷主义观点：承认朴素生物学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领域并在童年早期已经出现，而且

生物特征和过程的因果解释框架也逐渐形成；但他们认为并不像 Keil 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

就存在一个自主的生物学领域，它毕竟晚于物理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学前儿童由于缺乏

足够的生物学知识，在解释生物关系时会借助已有的边缘知识，如心理信息进行解释。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对生物现象的理解是受心理学因果推理制约的。在 Inagaki[37]看来，儿童

的朴素生物学在童年早期就独立于朴素心理学，但独立以后有时仍要受心理学领域的影响。

3 个核心领域是受内部制约和社会文化影响的特化的学习机制（specialized learning 

mechanisms）。另外，Springer[38]也同样采用折衷主义的解释，一方面承认朴素生物学理论

的自发性，但认为至少在 4、5 岁，该理论还不能自其他理论框架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他

又强调朴素生物学理论获得的重要因素在于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产生于该领

域知识的关键性推理）的获得。儿童在 4、5 岁能够获得朴素生物学理论，这将导致他们对

某些生物现象的概念化理解。 

10 年后 Carey[28]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自己过去低估了儿童自主生物学理论形成的

最初时期，应从 10 岁降至 6、7 岁，但不会更早。同时依然相信儿童早期有关动物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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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包含清楚的生物学的因果原理，只不过是对最初的直觉生物学结构的输入；Carey 依然

坚持最初的生物学理论来自于直觉心理学的一级认知模块，坚持一个领域从其他领域分离

的观点。 

3 目前研究尚存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对于学前儿童是否形成朴素生物学理论近 20 年来一直争议不止，原因复杂： 

首先，就研究样本而言，纵向看，现代儿童学习自然常识和生物学知识的机会和渠道较

之皮亚杰时代甚至 Carey 时代的儿童已有了巨大的进步；横向看，目前的研究样本大多集中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背景下的城市和部分农村儿童，他们缺乏对动植物的直

接经验。从该样本群体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忽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在这个群体中表现突出

的对生物现象认知的拟人化因果推理[36]，在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梅诺米尼人的 6 岁儿童（被

认为是与动植物有更多直接接触）身上却不甚明显，梅诺米尼儿童更多地表现出基于生物相

似性的推理[39]。再如，就概念的根本性变化和连续性变化的问题，假如能证明成人拥有详

尽而成熟的有关生物机制的知识，那就应该承认概念的根本性转变的发生；假如成人的模型

与儿童理解的“输入-输出”关系模式没什么大的改变，那就应该支持概念的逐渐变化的观

点。但目前跨文化研究和与成人机制相比较的研究都还十分有限且不成系统。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生物特性、实验任务难度、刺激材料、测验者的记分标准和

方式等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11]。比如，Carey 所采用的动植物材料难度大且选取范围

有限，增加了儿童认知的难度；Coley[30]将动植物材料和所要探查的生物、心理特性进行结

构化安排设计，得到了与 Carey 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方法和范式上的突破与改进亦是未来

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后，在儿童生物因果解释机制上，概念的根本性变化观点和逐渐发展观始终各执一词，

既有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也有基本哲学观的问题。儿童认知发展的客观现实揭示发展既有质

的、突破性的、根本性的变化，又有量的、积累性的、逐步性的变化。其生物概念的获得，

是在前期量的积累和逐渐变化中实现的，在获得新的认知能力，即认知发展中的新质之前，

这些新质已在前一阶段孕育和发展着。根本性变化的观点忽视了发展中的渐变，本着僵硬的

“全或无”的主张，必然低估了儿童认知发展的潜能；而连续性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阶段

发展中的新质出现，但连续发展观对质的飞跃似乎强调不够。儿童认知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

性的辩证统一，单纯地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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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ies of preschoolers’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naïve biology have been the hot issues of 

children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last 20 years. Carey claimed that young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living things 

undergo radical conceptual change that intuitive biology emerges from an intuitive psychology and do not possess 

an integrated concept of living things that includes both animals and plants. An alternative view, a growing number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ists argued that young children honor the biological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and use 

coherent biological causal principles in reasoning about biological domain. So they possess the naïve theory of 

biology, and the child’s conceptual system may involve the gradual elaboration of a single system. Now, the 

integrated view claimed that naïve biology is separated from naïve psychology at early ages but is sometimes 

influenced by psychological understandings that were established even earlier. 

Key words: theory of naïve biology, naïve theory,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biological causal mechanisms. 

 


